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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

曹有顺　 胡　 澎

［摘　 要］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 它描述的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

的一个结构性的、 社会学的转变， 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下日本女性的生活处境提供了新的

视角。 在个体化社会里， 日本女性一方面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 获得为自己规划人生的自

由； 另一方面她们又失去家庭和性别分工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面临着贫困、 孤立等风险。 当

日本女性逐渐脱离家庭和性别角色时， 日本的政策和观念反而固守甚至强化家庭主义和性别分

工， 导致女性在自由与风险之中难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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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变化。 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构建起

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已然崩溃， 个体从中间集团中脱离， 逐渐形成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 在社会

转型之下， 日本女性的变化尤为明显。 一方面 “女性的时代” “女性的自立” 等媒体用语似乎预

示着日本女性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 获得 “为自己而活” 的自由。 另一方面 《女性贫困》
《无缘社会》 等纪实文学又描述着失去家庭庇护的日本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如何理解日

本女性既拥有自由又面临风险的生活处境？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个体化描述的不是个人主义， 也不是个性化， 而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

构性的、 社会学的转变。［１］２３５贝克将这一社会学的转变概括为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

离、 继而重新嵌合。 在 “抽离” 和 “重新嵌合” 之间， 现代社会削弱甚至摧毁了阶级、 职业、
性别角色、 核心家庭等工业社会的基础， 中间集团开始分化， 个体逐渐裸露出来成为社会的最

小单位。 这一分化具有双重面孔， 一方面个体从中间集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另一方

面被分化的个体失去了中间集团的保护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 简而言之， 个体化给个体带来

了 “风险的自由”。 个体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分析维度： 其一是解放维度， 即在支配、 扶持等传

统背景方面， 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 其二是祛魅维度， 即在实践知识、 信仰

和指导规范方面， 丧失传统的安全感。 其三是控制或再整合维度， 即一种新的社会约束。［２］１５５然

而， 日本女性经历过 “解放” 和 “祛魅” 却没有 “再整合”， 不得不在自由与风险之间挣扎。
因此， 本文将聚焦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即在社会转型之下日本女性形象有何变化； 她们面临何

种困境； 为何会陷入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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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社会转型与女性形象变迁

贝克理解的 “解放” 是一种脱离， 个体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 这种解放

需要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构建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观念将 “团块世代” 女性牢牢束缚

在核心家庭之内， 过着既稳定又束缚的生活。 但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 日本稳定的社会

结构出现松动， 中间集团对个体的束缚减弱， “团块次代” 女性获得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日本迎来了个体化社会， “平成世代” 女性终于获得规划自己人生的自由。
（一） 经济高速增长期的 “团块世代” 女性

纵观日本战后 ７０ 余年历史， 在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７３ 年前后明显存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宏

观角度上看， 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上有保守党与革新党相互对峙形成的 “五五年体制”； 在经济

上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年均约 １０％的快速增长。 正是在政治稳定、 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
日本顺利实现了 “国民年收倍增计划”， 让日本国民产生 “一亿总中流” 的意识。 以微观视角来

看， 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成为人人向往的标准化家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取得

广泛认可， 成为一种社会范式； 终生雇佣、 年功序列、 企业工会备受企业推崇， 成为日本式经

营的典型特征。 就连居民的消费从 “三大神器①” 到 “新三大神器②” 中都能看出， 这一时期日

本人生活在一个 “大家都差不多” 的社会里。
日本 “团块世代” 女性正生活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 她们出生于战后初期的 １９４７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之间， 等到面临就业、 婚姻、 生育等人生重大选择时， 性别分工观念引导她们走上

固定的 “女主内” 的人生轨道上。 这一代女性把婚姻视作自己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 在 ２０ 出头

的年纪早早把自己嫁出去， 成为专职家庭主妇。 婚后， 丈夫作为 “企业战士” 在外奋斗， 妻子

作为 “贤妻良母” 回归家庭， 将养儿育女、 照顾父母、 操持家务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 “团块世

代” 的女性们无论是否信奉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 都被嵌套在家庭之中， 成为

家庭主妇， 过着安稳而又束缚的生活。
（二） 经济稳定增长期的 “团块次代” 女性

１９７３ 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长达 １８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日本经济由此进入稳定

增长期。 经济 “换挡” 带动社会转型。 从家庭形态来看， 日本的核心家庭占比在 １９７５ 年达到峰

值的 ６３. ９％后开始逐渐下降。 这说明核心家庭作为战后日本标准的家庭模式开始出现松动， 不

再是人人向往的家庭模式。 从雇佣形态来看， 日本企业经受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 纷纷采取减

量经营、 职位调配、 提前退休等方式来缩减员工数量。 在 １９８６ 年日本实施 《劳动者派遣法》
后， 企业更是争相采用非正规雇佣的派遣员工来降低用人成本。 这一变化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

期构建起的终生雇佣体系开始瓦解。 从性别分工来看， 这一时期为补贴家用而选择工作的女性

越来越多， 特别是 １９８５ 年出台 《男女雇佣均等法》 后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有明显上升。 女性就业

率的不断攀升说明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也遭到挑战， 出现松动。
日本 “团块次代” 女性生活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松动的时期。 她们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到

１９７４ 年， 成长于日本经济稳定期。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她们不甘心像母亲一样埋没在家庭琐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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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三大神器是指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 此三件电器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半期普及到日本普通家庭。
新三大神器是指彩电、空调、小轿车。 此三件电器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普及在日本普通家庭。



中， 立志要为自己而活。 但是， 当她们走出校门时正赶上泡沫经济崩溃， 大量企业或裁员或倒

闭。 遭遇 “就职冰河期” 的她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 “Ｍ 型” 就业模式， 即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

作， 以结婚或育儿为契机辞职回归家庭， 等到子女上小学后再重新回归劳动市场。 “团块次代”
的女性虽然有 “为自己而活” 的决心和能力， 但是她们迫于 “就职冰河期” 的无奈， 只能在家

庭和性别规范的束缚中争取些许属于自己的生活。
（三） 经济低迷期的 “平成世代” 女性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稳定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 日本迎来了个体化社会。 个体化意味

着国家认可的标准人生、 参考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１］２这种崩溃首先体现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

领域。 １９９３ 年执政 ３８ 年之久的自民党失去政权， 标志着 “五五年体制” 的崩溃。 此后 “走马

灯” 式地更换首相， 暴露出旧有体制难以适应个体化社会。 同一时期日本地价持续下降， 经济

泡沫全面崩溃， 日本经济由此进入低迷期。 作为社会基础的政治、 经济相继失去稳定性， 使日

本社会丧失粘合力。 个体逐渐从中间集团中脱离出来， 社会的个体化特征愈加突出。 核心家庭

继续减少， 夫妻二人家庭和单身家庭不断增多； 终身雇佣、 年功序列难以为继， 就业形式呈现

多样化、 灵活化趋势； 性别分工观念不再奏效，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 走上工作岗位， 等

等。 甚至连居民消费也呈现出个体化特征， 市场上出现大量个性化产品并广受欢迎和追捧。
“平成世代” 的女性与日本迈进个体化社会处于同一时期。 她们出生于 １９８９ 年平成元年以

后， 成长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 这一代女性深受西方个人主义、 女性主义的影响， 已经抛弃

了 “为他人而活” 的价值观念。 在择偶上她们更加遵从内心感受， 一些人宁愿一直单身， 也不

愿将就过一生； 在婚育上她们更愿意享受当下， 不惜选择晚婚、 晚育甚至不婚、 不育； 在就业

上她们更青睐于限制较小、 管制较少的工作， 等等。 总之， “平成世代” 的女性拥有更多的选

择， 她们早已打破 “女主内” 的固定人生模式， 开启了 “为自己而活” 的新道路。

二、 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

贝克所谓的 “祛魅” 并非马克斯·韦伯笔下的 “去神秘化”， 而是原有的信仰和规范等失去

效力， 从而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 对于个体而言， 原有社会规范的丧失意味着获得更多

的自由， 然而安全感与稳定性的丧失又意味着面临更多的风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一方面个

体化将日本女性从固有的婚姻、 家庭、 工作等历史形式和社会义务中解放出来， 是否组建家庭、
是否生育子女、 是否出门工作都成为她们的自由选择。 另一方面个体化又将工业社会的稳定性

与安全感摧毁， 使她们陷入贫困、 孤立等风险之中。
（一） 婚姻自由与贫困风险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对当代日本女性的规范作用越来越小， 婚姻已经从过去的 “必答

题” 变为现在的 “选答题”， 并且 “答案” 也呈现多元化。 首先， 从日本女性的终生未婚率①变

化中便可窥见女性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结婚或单身。 １９５０ 年日本女性的终生未婚率仅有 １. ３５％，
经过缓慢上升 １９９０ 年达到 ４. ３３％， 随后迅速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 ８１％。［３］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终生未婚女性是少数派的 “离经叛道”， 如今接近两成的女性选择终生不婚， 这一事实说明女性

已经不再把婚姻作为人生的必由之路。 其次， 从女性的初婚年龄变化中能看出日本女性拥有何

时结婚的自由。 曾经日本女性的婚姻被比喻成 “圣诞节的蛋糕”， 过了 ２４ 岁就 “廉价” 了，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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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终身未婚率：总务省统计局根据《国情调查报告》计算出的数值，为 ４５—４９ 岁和 ５０—５４ 岁的占比平均值。



以女性们纷纷在 ２４ 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 然而当代日本女性早已摒弃 ２４ 岁前结婚的想法， 相反

晚婚更受大家的欢迎， 甚至成为一种社会 “潮流”。 在此背景下， 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也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３ 岁上升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５. ９ 岁， ２０２０ 年已经达到 ２９. ４ 岁。 最后， 从日本的离婚状况也能看

出， 离婚与否， 日本女性越来越拥有足够的发言权和选择权。 战后的 １９５０ 年， 日本的离婚率为

０. １０１％， １９９０ 年上升到 ０. １２８％， 经过 ２００２ 年的峰值 ０. ２３％ 后有所回落， ２０２０ 年下降到

０. １５７％。 当今日本社会对离婚持有比较包容的态度， 离婚也不再是羞于启齿之事。 另外， 根据

日本法院的统计可知， ２０２１ 年有 ３９ ４７８ 件离婚申请， 其中有 ２５ ７８０ 件是由女方提出，［４］ 可见日

本女性在离婚中掌握着主动权。
个体化浪潮打破婚姻的束缚给女性带来自由， 同时也摧毁了家庭的经济保护， 使女性面临

贫困风险。 日本女性面临的婚姻自由与生活窘迫的矛盾体现在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上。 ２０１８
年在 ２０—６４ 岁劳动者中已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９. ９％， 未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１５％， 丧偶女性的贫

困率为 ２３％， 离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２９. ４％。［５］无论是未婚女性还是丧偶或离异女性的贫困率都远

远高于已婚女性。 老年人群体中更是如此， 在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已婚女性贫困率为 １４％， 未

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３５. ６％， 丧偶女性的贫困率为 ３２％， 离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４１. ５％。 年龄的增

长不但没有降低单身女性的贫困风险反而加大了与已婚女性之间的差距。 由此可见， 有相当数

量的女性会因偏离婚姻机制而受到经济上的 “惩罚”， 被迫置身于贫困的风险之中。 随着日本经

济长时间走不出低谷， 女性因离婚或作为未婚母亲的贫困风险还将愈加明显和深刻。 正如贝克

所言， 在现代社会里， 女性与贫困之间总是 “只差一个丈夫”。［２］１３３

日本即使进入个体化时代， 婚姻机制依然是女性经济稳定的 “压舱石”。 虽然女性获得了婚

姻上的自由， 但是却丧失了经济上的稳定性， 让她们陷入一种渴望婚姻自由与可能遭遇贫困风

险的两难之中。
（二） 生育自由与老后风险

京都大学的落合惠美子教授将日本战后家庭出现的稳定期称之为 “家庭的战后体制”， 在这

一时期内大家都在适婚年龄结婚， 建立一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 不允许有特殊。［６］但是自 １９７５
年以后， 日本 “家庭的战后体制” 出现松动， 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社会规范日渐式微。 首先， 这

种变化体现在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再一次下降上面。 总和生育率是指 １５ 岁至 ４９ 岁女性各年龄段生

育率的总和， 它能够反映每位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７４ 年除个别年份， 日本

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２ 以上， 意味着这一时期大多数女性都生育两三个孩子。 然而从 １９７５
年开始， 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 ２， 近年来更是在 １. ４ 上下浮动， 说明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社

会规范在减弱， 女性在决定生育子女数量上更加自由。 其次， 终生无子女的夫妇比例不断攀升

也能体现女性生育的自由化。 以往传宗接代是妻子的职责所在， 但是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

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 ４５—４９ 岁的已婚女性中未曾生育的女性占比一直在攀升。 １９８７ 年该比

例为 ３. １％、 ２００２ 年上升到 ４. ２％、 ２０２１ 年高达 ９. ９％。［７］如今约一成夫妇终生无子女， 说明传宗

接代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最后， 女性的生育意识也突破了传统的束缚。 最新的 《出生动向基本

调查》 显示， 赞成结婚后应该生孩子的女性仅有 ３６. ６％， 约有 ２ ／ ３ 女性并不认可结婚必须生育

孩子的观念。 日本当代女性在生育上， 不管是现实情况还是思想层面都拥有充分自由。 有学者

表示， 在日本生育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 在生不生孩子、 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日本女性

有充分的发言权。［８］

处于个体化时代的日本， 无论是生儿育女的社会规范还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都失去效力，
生不生孩子已经成为女性的个人自由。 但在现实中选择终生不生育子女的女性到晚年更容易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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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生活困境。 首先， 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在经济方面更容易陷入贫困。 ２０１８ 年日本以 ６５ 岁以上

高龄女性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所有家庭形态中， “单身家庭” 的贫困率居于首位， 为

４６. １％； “三世代家庭” 最低， 为 １０. ３％。［５］ 虽然 “夫妇二人家庭” 的贫困率为 １３. ７％并不高，
但是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且一般妻子比丈夫年轻。 因此， “夫妇二人家庭” 很容易转化为 “高
龄单身女性家庭” 从而陷入贫困。 其次， 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在养老护理方面更加困难。 虽然

日本有着较为完善的养老护理体系， 但是还未完全实现养老护理的社会化， 家庭依然承担着养

老护理的重任。 亲代抚养子代， 子代赡养亲代是家庭代际支持的基础， 选择不生儿育女的女性

在晚年将无法获得家庭的支持。 最后， 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更容易陷入社会性孤立。 大型信息

公司———瑞穗信息综研在 ２０２１ 年的 《社会性孤立实态、 要因等相关调查分析研究报告》 中将社

会性孤立者分为会话欠缺型、 接受支持欠缺型 （广义）、 接受支持欠缺型 （狭义）、 提供支持欠

缺型、 社会参与欠缺型 （广义）、 社会参与欠缺型 （狭义） ６ 种类型。 其中无子女高龄单身女性

仅社会参与欠缺型 （狭义） 低于设定指标， 其他五种均高于指标。［９］可见， 日本无子女高龄女性
陷入社会性孤立的可能性比较高。

日本的养老护理并未完全实现社会化， 家庭的代际支持依然是养老护理的重要支柱。 现代

日本女性虽然拥有生育的自由， 但是终生无子女的女性显然更容易陷入老后困境， 女性在 “生
与不生” 之间难以抉择。

（三） 工作自由与育儿困境

日本在战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存在丈夫在外工作， 妻子照顾家庭的社会范式， 但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这种范式崩溃了。 性别分工范式的崩溃， 一方面体现在家庭主妇型家庭的减少和双

职工家庭的增多上。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 １９８０ 年家庭主妇型家庭有 １ １１４ 万户， 双职工家庭

仅有 ６１４ 万户， 但是到 １９９２ 年双职工家庭 （９１４ 万户） 超过家庭主妇型家庭 （９０３ 万户） 并且

差距越来越大， ２０１９ 年双职工家庭达到 １ ２４５ 万户， 远远超过家庭主妇型家庭的 ５８２ 万户。［１０］另
一方面体现在女性就业模式从 “Ｍ 型” 向 “梯形” 转变。 １９８１ 年的日本女性就业率在 ２０—２４
岁节点上迎来第一个峰值， 随后迅速下降， 到 ３０—３４ 岁达到谷值， 峰谷值超过 ２０％。 ３５ 岁以后

女性的就业率开始缓慢上升， 在 ５０ 岁左右再次到达峰值， 随着退休年龄的到来， 女性就业率再

次下跌， 整个就业曲线呈现 “Ｍ 型” 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性的 “Ｍ 形” 就业模式也在发

生变化。 ２０２１ 年女性的就业率在 ２５—２９ 岁前后达到峰值 （８６. ９％）， 在 ３５—３９ 岁前后达到谷值

（７７. ７％）， ３９ 岁以后有小幅回升， 在 ５５ 岁左右开始大幅下降。［１１］１２６纵观 ２０２１ 年女性的就业率曲
线， 虽然中间有微微塌陷， 但是峰谷值仅仅只有 ９. ２％， 与其说是 “Ｍ 型”， 不如说是 “梯形”。
日本女性在就业上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就业率的变动上， 而且也体现在就业意识的变化上。 根据

内阁府的调查， ２００９ 年认为 “即使有了孩子， 也要继续工作” 的女性占比为 ４５. ９％， ２０１９ 年该

比例超过六成达到 ６１％。［１２］

尽管个体化打破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 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就业自由， 但

是女性参加工作并没有减轻育儿压力， 反而使她们陷入工作与育儿难以兼顾的困境。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男性工作时间长， 参与育儿时间少， 女性难以从家庭内获得育儿支持。 在双职工

且有学前儿童的核心家庭中， 在工作日期间男性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 １０ 小时 ２ 分钟， 育儿时间

仅有 １ 小时 １０ 分钟。［１３］在休育儿假方面男性难度大， ２０２１ 年度男性育儿假取得率虽然达到历史
最高， 但也仅有 １３. ９７％。 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中， 丈夫即使想帮助妻子分担育儿压力， 也无能为

力。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社会育儿体系尚不完善， 女性难以从社会获得育儿支持。 ２０１６ 年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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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落选， 日本去死” 入选 １０ 大流行语， 以此为契机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待机儿童①的广泛讨论。
这也迫使安倍内阁在 ２０１７ 年提出 “零待机儿童” 的口号， 增加预算扩建保育机构， 加速解决待

机儿童问题。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 ２０１６ 年有待机儿童 ２３ ５５３ 人， ２０１７ 年达到峰值为 ２６ ０８１
人， 随后有所下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仍然有 ２ ９４４ 名儿童处于待机状态。［１４］

个体化时代下的日本女性经历了一次人生轨迹的转变， 她们越来越渴望摆脱家庭和性别角

色的束缚， 参与到劳动市场中去。 然而符合个体化时代的性别分工机制又尚未建立， 使她们在

兼顾工作与育儿上疲于奔命， 甚至一些人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

三、 日本女性陷入两难困境的深层原因

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构建起的社会规范日渐式微， 女性从家庭

和性别角色的束缚中逐渐被解放出来。 贝克认为， 随之而来的是 “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

现了。” ［１］２３６但是日本 “新的整合形式” 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女性面临的两难困境。
究其缘由， 笔者认为是由于日本的现代之路与贝克观察的西方国家不同， 它的现代化进程经历

过压缩。 “压缩现代性” 是指在一个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的变化过程中， 经历了时空的非常

凝缩的发展， 并且， 在这发展过程中很多不同的社会要素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而形成复杂多元

体系。［１５］它虽然是由韩国学者张庆燮观察韩国社会提出的理论， 但是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

存在压缩现象。 压缩意味着日本能够短时间内追赶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步伐， 同时也意味着缩

短了日本应对社会转型的准备时间。［１６］因此， 当日本以较快的步伐进入个体化社会后难免会出现

制度、 观念等与社会现实不符或准备不足的问题， 这让日本女性陷入看似自由， 但又难以选择

的困境。
（一） 社会制度因素

在工业社会里个体被嵌套在集体生活之中， 阶级预设着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预设着性别角

色， 性别角色预设着男女分工， 男女分工预设着婚姻。［１７］ 因此， 制度安排只要符合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核心家庭便能协调好矛盾， 实现社会统合。 然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国

家相继迎来个体化社会， 核心家庭遭到分化， 动摇了工业社会的制度基础。 面对社会转型， 西

方国家纷纷开始了制度调整。 例如， 法国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通过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

群体、 扩大养老金覆盖面、 出台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等措施， 将社会保障的目标从团结和再分配

转向责任和个体化，［１８］成功地缓解了社会转型带给个体的冲击。 与之相反， 日本不仅没有借鉴欧

美经验出台以个人为单位的制度， 反而固守和强化以性别分工和核心家庭为前提的制度和体系，
使相当数量失去家庭保护的女性陷入困境。

第一， 日本的就业制度固守着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观念，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

处于不利地位。 日本长期以来男性作为正式员工被企业雇佣， 领取工资被视作家庭的抚养者，
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 成为被抚养者。 即使日本政府在 １９８５ 年出台 《男
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要求企业在人事安排上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 但时至今日， 日本女性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从就业形态上看， ２０２１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就

业者中有 ５３. ６％属于非正规雇佣， 而男性就业者中仅有 ２１. ８％属于非正规雇佣，［１１］１２８女性约是男

性的 ２. ５ 倍。 从薪资待遇上看， 男性工资为 １００ 的话， 女性仅有 ７７. ５， 男女相差 ２２. ５ 个点；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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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晋升上看， 美国管理岗女性占比 ４１. ４％， 而日本仅有 １３. ２％。［１９］可见， 日本女性无论在就业

形态、 工作待遇还是晋升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第二， 日本的年金制度强化家庭和性别分工观念， 让女性无法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 １９８５

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对年金制度进行改革， 出台了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该制度将主要靠第二保

险者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定义为第三号被保险人， 并规定年收入不满 １３０ 万日元的第三号被保险人

可以免除国民年金的保险费。 即， 满足一定条件的家庭主妇， 即使不缴纳年金费用， 到晚年也

能够领取一份国民年金。 另外， 根据厚生年金法， 工薪家庭的男性去世后， 作为遗孀的家庭主

妇无须继续缴纳保险费， 晚年也能领取一份遗族年金。 日本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遗族年金

制度保障的是通过婚姻组建家庭， 并遵守性别分工规范的部分女性， 单身女性、 自立型女性则

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
第三， 日本的护理体系具有浓重的家庭主义色彩， 使女性面临育儿、 养老双重困难。 日本

常常将 “护理” 理解为 “照护老人”， 实际上 “护理的第一含义指的是育儿， 之后才扩展到照

料老人、 看护病人、 帮助残疾人、 甚至心灵呵护。” ［２０］ 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 近年

来日本出台了 《儿童、 育儿支援法》， 不断修改 《护理保险法》， 看似将护理责任从家庭向社会

过渡。 但是， 无论从 “待机儿童” “待机老人” 的社会现实来看， 还是从 《儿童、 育儿支援法》
的基本理念是 “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育儿具有第一责任”、 《护理保险法》 是 “以一定的家庭护

理为前提制定的制度” ［２１］ 来看， 日本的护理体系中， 家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 护理的家庭化，
一方面让选择结婚、 生育的女性在育儿时难以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 让选择单身的

女性在晚年无法获得充分的养老护理。
总而言之， 日本以核心家庭和性别分工为前提制定的制度难以适应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

如今， 日本女性终生未婚率高达 １７. ８１％、 “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 ［２２］ 等社会现实说明， 越

来越多的人不愿或不能组建家庭； 女性的高就业率和不断增强的就业意识也意味着 “女主内”
性别分工的崩溃。 但是， 日本的就业、 年金、 护理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却一直固守甚至强

化着核心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前提， 导致脱离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女性从制度的保护网中滑落而陷

入困境。
（二） 性别分工因素

日本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观念主要体现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 在经济高速发

展期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里， 丈夫负责挣钱养家， 妻子负责养儿育女、 料理家务， “男主外， 女主

内” 是一种泾渭分明的性别分工模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 原先泾渭

分明的性别分工界线开始模糊， 性别分工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在工作领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 “工作是丈夫

的事儿” 这种思想观念已经过时了。 根据总务省 《劳动力调查》 的数据可知， 近三十年来劳动

人口中的女性数量逐年攀升， ２０２１ 年已经达到 ３ ０５７ 万人， 占总劳动人口的 ４４. ６％。［２３］ 不仅如

此， ２０２１ 年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的调查显示， １５ 岁至 ６４ 岁女性的就业率达到 ７１. ３％，［１１］１２５意

味着每 １０ 位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 ７ 人在工作。 另外， ＮＨＫ 放送文化研究所自 １９７３ 年开始

每隔 ５ 年对日本人的意识结构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调查发现 ４５ 年间日本人对女性婚后是否应该

工作的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支持女性婚后应该专注家庭的占比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３５％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８％， 与之相反， 支持女性结婚生育后也应该保持工作的占比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６０％。［２４］１２

在家庭领域里， 即使进入 ２１ 世纪 “家务是妻子的事儿” 这种思想观念也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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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ＮＨＫ 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了 《现代的生活意识调查》， 其中有一个设问是假设夫妇做同

样工作， 家务、 育儿在夫妻间应该如何分配。 回答 “仅由妻子一人承担” 男、 女各占 ２％； 回答

“妻子中心、 丈夫辅助”， 男性占 ６４％、 女性占 ６１％； 回答 “丈夫中心， 妻子辅助” 男性占

３１％、 女性占 ３５％； 回答 “仅由丈夫一人承担” 男、 女均为 ０％。［２５］可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认

为 “家务、 育儿主要是妻子的责任” 的意识并没有太大改变。 尽管 ２０１８ 年有 ８９％的人认为男性

应该协助妻子育儿、 做家务，［２４］１３但是 ２０２０ 年的调查发现， 即使在没有工作的周末， 男性的家务

时间为 ２ 小时左右， 而女性的家务时间为 ５ 小时左右，［２６］男女的家务时间依然相差较大。
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工作领域时， 可以发现日本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分工模式已然崩溃，

无论是女性的高就业率， 还是不断增强的就业意识已经说明女性也开始 “主外” 了。 但是， 当

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家庭领域时， “女主内” 的性别观念却没有太大改变， 女性在家务、 育儿等方

面依然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 花费更多的时间。 可见， 随着日本社会的转型， 性别分工在工

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发生着非对称变化。 即， 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就业中去， 而男性并没有积

极参与到家务中来。 性别分工的非对称变化让日本女性既要 “主内”， 在家务、 育儿等方面承担

更多责任， 又要 “主外”， 和男性一样参与劳动力市场。 性别分工从 “女主内” 到 “女主内外”
的变化加重了日本女性的负担。

结　 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日本的女性运动家、 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在思考和探寻日本女性走出困

境的道路。 日本政府也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 不断出台男女平等、 男女共

同参与的政策和措施。 例如， １９９４ 年日本在总理府下设 “男女共同参与室” “男女共同参与推

进本部” 和 “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 来共同谋划、 构建 “男女共同参与” 社会。 １９９９ 年开始实

施的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 提出把 ２１ 世纪的日本建成 “男女共同参与” 社会的目标。
２００１ 年日本进一步将 “男女共同参与室” 改组成 “男女共同参与部”， 并任命前首相福田康夫

为首任男女共同参与担当大臣。 ２０１４ 年安倍内阁更是提出 “女性之力是我国最大的潜力” 的口

号， 要努力构建让所有女性都能闪闪发光的社会， 等等。
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 “女性活跃” 社会扫清了障碍。 但是，

社会转型下的日本女性一方面从家庭、 性别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获得 “为自己而活” 的自

由， 另一方面又失去家庭和社会的保护， 面临多重风险。 无论是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频繁使

用的 “女性贫困”、 “家庭暴力” 等词汇， 还是厚生劳动省在调查报告中使用的 “女性自杀人数

连续 ２ 年增加”、 “女性雇佣者显著减少” 等用语都说明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已经愈加显现化、
严重化。 可见， 日本政府的 “女性活跃” 方案以及性别平等措施离日本女性真正获得自由、 摆

脱困境的目标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 然而， 日本女性对自我人生和命运的选择、 对自我人生价

值的苦苦追寻和不懈探索， 对于我们破解女性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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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ｙｕ（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ｉ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ｆｕ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ｉｔｔ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ｉｎ
Ｎｏｖ．１６，１９１９，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ｗａｓ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ａｓ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ｓｈｉｐ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ｄ ｕｐ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Ｆｕｊｉａ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ｎｙ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ｋｕｏｋ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Ｏｓａｋａ Ｄａｉｌｙ，Ｔｏｋｙｏ Ａｓａｈｉ Ｎｅｗｓ，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ｒｅｐｅｌｌ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ｕ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ｒｒｏｒｓ．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Ｊａｐａ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ｌｅａｄｅｒ．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ｂｅ ｔｏｕｇｈ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 ｐａｎ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ｏｏｄｓ．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Ｊａｐａｎ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ａｓ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ｏｍｉｎａｂｌｅ ｃｒｉｍｅ．Ｉｔ ｗ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ｎｅｗ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ｏｌｅ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ａｔｒ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ｄ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ｒｏ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ｕｚｈｏｕ Ｃａ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ｙｏｕｔｈｆｕ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Ｏ Ｙｏｕｓｈｕｎ，ＨＵ Ｐｅｎｇ（２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Ｉ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

·０５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ｂｒａｋ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ｐｌ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ｉｖ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ｈｅｙ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Ｗｈｅ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ｓ；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
ＭＡ Ｊｕｎｆｅｎｇ，ＭＡ Ｘｉａｏｆｅｉ（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ｓ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ｆｕ
ｓｉｎｇ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ｆ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ｒｅａｓ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ｆｕ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Ｕ Ｎｉｎｇ（３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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